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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关注明代茶文化，多青睐与文士相关的茶事、茶画、茶诗，尤重其审美趣味之影响
‹1›
。明代作

为中国饮茶风尚的转捩点，不仅有文人啜茗忘喧所烘托的“隐”与“逸”，更有宫廷遵古酌时所引导的“仪”

与“礼”。

受益于明帝王陵寝、勋戚墓葬的考古发现及文献史料的大量留存，得以探揭“茶”在宫廷仪典中所承

担的角色。当前公布的明代出土茶器，发掘时多与酒具并置。这样的搭配并非明人创举，晚唐以来茶酒

已成形影
‹2›
，宋元时代二者并进更成结俗，茶、酒不仅在现世生活中平分秋色，更是丧祭礼俗中的重要

组成
‹3›
。遗憾的是，虽然至迟在宋代，茶已于正史礼仪志中兴起

‹4›
，但因缺乏高等级墓葬的实物佐证，

“文”与“物”始终无法相印。所幸，这样的困顿在明代艺术史研究中得以纾解。

本文将茶具置于使用者生前与身后两个情境，从器物的组合关系、典制的斟酌议定，探索茶器在宫

* 本文为故宫博物院课题“明清金银器酒器研究”（项目编号：KT2018－02）阶段性成果，得到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学术故宫和万

科公益基金专项经费资助。

‹1›  如廖宝秀《明代文人的茶空间与茶器陈设——以丁云鹏插画为例》，《历代茶器与茶事》，故宫出版社，2017年，第126－139

页；郑培凯《晚明饮茶风尚》，《书城》2016年第8期，第51－55页；周向频、刘源源《云光落茗杯：晚明文人尚茶之风对园林的影响》，《中

国园林》2012年第4期，第101－104页。

‹2›  韩倩《唐人雅致的侧面及影响》，《装饰》2022年第12期，第27－33页。

‹3›  袁泉《宣化辽墓“备茶题材”考》，《华夏考古》2006年第1期，第73－84页；袁泉《从墓葬中的“茶酒题材”看元代丧祭文化》，《边疆

考古研究》2007年第6辑，第329－349页。

‹4›  沈鲁《宋代礼仪制度中的茶研究——以解读〈宋史·礼志〉中的茶内容为核心》，《茶叶通讯》2011年第4期，第40－43、46页。

明代礼仪中的茶器 *

——以宫廷婚、丧、祭礼为例

张燕芬

内容提要  本文关注明代宫廷婚嫁丧祭之茶器，将其置于使用者生前与身后两个情境，

重点考察了茶、酒食器的组合关系及相关典制的斟酌议定。指出明代茶器在官方“遵古

酌时”“事死如生”“礼顺人情”制器原则的影响下，既有宋元之盏托，又见时兴之茶壶；

既参与了时器的礼制化，又印证了礼器的通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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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仪礼中的地位，并通过它们来解说时器的礼制化与礼器的通俗化。

一  礼寓于物：供用器皿之茶酒具

明代宫廷茶酒具的组合使用，以皇室婚礼所涉“供用器皿”最为典型，其品类全面，在洪武时期便已

规范，并作为祖宗成例，影响深远。依照使用者身份，供用器皿的材质高低、品类多寡、数量丰俭，亦自

分等第、各有隆杀，是皇室礼仪制度的具象体现。

（一）茶酒器之组合

定陵、梁庄王墓、荆藩王墓、武清侯李伟夫妇墓
‹1›
、北京董四墓村明墓

‹2›
等出土了不少带铭文的金银

器，据自名，至少有“壶瓶”“壶”“爵”“盂子”“台盏”“汤鼓”“汁瓶”“金镶花梨木碗”“匙”“箸”等，它们或是帝后

器用，或是皇室成员冠册婚嫁获赐的礼物仪物
‹3›
，大抵由宫廷制样，内府生产，因此品类相似、造型相

近，明代文献常将其归入供用器皿。

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亲王婚礼所涉供用器皿，包括金器、银器、漆器［表

一］，其中金器13种（29件/副），银器7种（48件），漆器5种（10件/套），共计25种（88件/副/套），根据功

能，基本可分为酒器、茶器、食器，将出土实物与文献对照，大体可复原当时所用一套〔图一〕
‹4›
。其中，

壶瓶、酒注用于贮存斟酌，盂子、盘盏、葫芦盘盏、撒盏用作饮劝，是明代宫廷常见的酒器；汁瓶、汤鼓、

匙、箸、茶碟、果碟、案酒碟，属于食器，但考虑到茶碟、案酒碟与茶酒干系密切，也可各归其类；金贽礼

盘与两种朱漆戗盘，专司捧持奉进，亦不可或缺。

再说茶器，茶瓶、茶匙、茶碟分属明了，茶瓶既可装沸水也能用于点注，茶匙用于取茶、果或击拂茶

汤，茶碟则盛放茶食。但金托里胡桃木碗、楞边胡桃木托、金托里胡桃木钟子的用途，无法依凭《大明会

典》确定。

幸而，建文帝敕撰的《皇明典礼》可提供一些线索。作为一部记录皇室仪典制度的政书，朱允炆御制

‹1›  武清侯李伟乃万历帝外祖父。张先得等《北京市郊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第4期，第54－63页。

‹2›  董四墓村明墓一号墓所葬的是天启皇帝的三位嫔妃，即张裕妃、段纯妃、李成妃，二号墓所葬的是万历皇帝妃嫔，即张顺嫔、

耿悼嫔、邵敬嫔、魏慎嫔、李荣嫔、李德嫔、梁和嫔。参考古研究所通讯组《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文物参考资料》

1952年第2期，第78－87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董四墓村明墓发掘续记——第二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2期，第88－

100页。

‹3›  张燕芬《明代内府金银器的制作机构与作品风貌》，《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3期，第114－128页。

‹4›  （明）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六九《礼部二十七·婚礼三》，亲王婚礼之“供用器皿·漆器”还收录了小车、雨衣、

仪仗木架，三者因与本文所论供用器皿的主体（茶酒食器）无关，故不列入复原图。广陵书社，2007年，第1123－1142页。此外，定

陵、梁庄王墓、都昌王墓皆出土有金银匙，造型各有异同，但目前无法确指《大明会典》所记录的“茶匙”为哪一种，此处暂以定陵出土金

匙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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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亲王婚礼供用器皿之茶酒食器组合复原示意图 （本图据 《大明会典》 复原， 图中器物皆按同比例缩小）
1. 金壶瓶， 定陵出土， 带自名， 1-2为1-1同器复制图；  2. 金酒注，梁庄王墓出土， 2-2为2-1同器复制图；
3. 金匙， 定陵出土， 带自名；  5. 金箸， 梁庄王墓出土， 带自名， 5-2为5-1同器复制图；  6. 金盂子， 梁庄王墓出土， 6-2为6-1同器复制图；
7. 金托里花梨木碗， 定陵出土， 带自名， 7-2、 3、 4为7-1同器复制图；  8. 金盘盏， 都昌王墓出土， 带自名， 8-2为8-1同器复制图；
14. 银壶瓶， 据1-1金壶瓶调色复制；  15. 银汁瓶；  16. 银汤鼓
1、 3、 7 采自北京市昌平区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编 《定陵出土文物图典 （卷二）》， 北京出版社， 2006年， 第42、 43、 58、 60页；
2、 5、 6 采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梁庄王墓 （下）》， 文物出版社， 2007年， 彩版一八、 二三；
8 采自浙江博物馆编 《金玉默守： 湖北蕲春明荆藩王墓珍宝·图录》， 中国书店， 2016年， 第39页；
15、 16 据董四墓村明墓出土金汁瓶、 金汤鼓调色、 复制后制作， 二者均带自名， 采自 《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 北京出版社， 2004年， 图版说明第10、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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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在序言中便已直抒
‹1›
：

朕惟礼者，所以正名分、辨尊卑、别上下，先王为治之要道也。……朕纂承鸿业，祖述成

宪，凡宗庙朝廷之礼，一惟祖训是遵，然尚虑仪文散见于简牍，惧夫久而遗忘，因命重加蒐

阅，集为一书，专纪皇家宗室之礼，号曰《皇明典礼》，以示久远。呜呼，礼之文寓于事物，

礼之本存乎人心，其文之繁简自外作，而其本则出乎天。

显然，宣誓继位的正统性才是这位年轻帝王搜集仪文刊刻《皇明典礼》的真正诉求，但因此书专纪皇

家宗室之礼，强调“礼之文寓于事物”，故对仪式器用描述详尽。其所载“亲王妃并公主妆奁” 
‹2›
一项，下

辖“首饰冠服”“销金”“绣”等十三目，包括茶酒食器及生活用具。

相较《大明会典》，《皇明典礼》罗列的茶酒食器，同按材质分类［表二］，但更为细致，其中有朱红

漆戗金器五种（11件/副）、朱红素漆器两种（14件/副）、金器九种（16件/副）、浑抹金银托里木器五种（36件/

副）、间抹金银器五种（12件）、素银器三种（22件/副），共计二十九种（111件/副），品类、材质、数量皆略有

调整，食器的数量起伏最大，并增加了堆放果品的尺盘
‹3›
。

［表一］  《大明会典》 亲王婚礼之供用器皿

金器

壶瓶一对（六十两重） 酒注一对（六十两重） 盂子一对（二十两重）
贽礼盘二面
（六十两重）

盘盏二副（二十两重）

托里胡桃木碗四个
（六十四两重）

楞边胡桃木托四个
（五两重）

托里胡桃木钟子一对
 （一十一两重）

撒盏一对（八两重）
葫芦盘盏一副
（一十两重）

茶匙一双（一两重） 匙一双（五两重） 箸二双（五两重）

银器

壶瓶二把
（共五十两重）

果合一对
（一百六十两重）

汁瓶二把
（共五十两重）

茶瓶一对（五十两重） 汤鼓四个（八十两重）

按（案）酒碟一十二个
（四十二两重）

果碟一十二个
（三十两重）

茶碟一十二个（二十四
两重）

漆器
朱红戗金大托盘二面
（红纱罩二）

朱红戗金馒头肉盘四个
（红纱罩四）

小车子一乘 红素油绢雨衣一副 红油仪仗木架二座

* 据《大明会典》卷六九《礼部二十七·婚礼三》第 1123－ 1142页相关内容整理制作

‹1›  《皇明典礼》卷首《序》，建文二年，大连图书馆藏。

‹2›  前揭《皇明典礼》，第34－38页。

‹3› 《明宪宗实录》卷九九“成化七年十二月辛巳”条：“光禄寺少卿陈钺因星变上言时弊：……圣制以革奢弊，谓岁时及斋醮等事，

所用果品曩皆散撮，近乃黏砌，皆用尺盘，往用八斤近增至十三斤，试以二十桌计之，尺盘合用一千余斤，桌数斤数日见加增，且郊

祀庙享俱用散撮，何独修斋乃独增加？”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903页；又《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二“弘治十五

年五月庚寅”条：“正统年间，凡遇祭祀并筵宴茶饭等项，茶食果品，俱系散撮。天顺年间始用黏砌，加添数倍。成化初年有旨裁革，近

年以来凡遇奉天殿并先师孔子祭祀，果品俱用二尺盘黏砌，每盘高二尺，用荔枝、圆眼至一百十斤以上，枣、柿用二百六十斤以上。其余

祭祀虽以次递减，然所费已不货矣，即今四方灾伤颇重，宜从减损。凡一应祭祀除奉天殿并先师孔子用尺四盘，其余以次递减，俱照旧

散。”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9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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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皇明典礼》 亲王妃并公主妆奁之茶酒食器

朱红漆

戗金
茶盘一对 托盘一对 果盒一对 抬膳盒一副 大托盘四个

朱红

素漆
割肉盘四个 碗碟十副（碗二十个 、盖碗碟二十个，按酒果菜碟各五十个、碗托二十个）

金器
托里葫芦盏一对   托盘一个 酒壶二把 撒盏二对 双台盏一副

匙二张 箸二双 酒盂二个 茶匙二张
浑抹金

银托里木器

碗四个（盖全）
托四个

茶钟二个（盖全） 按酒碟十个 果碟十个 菜碟十个

间抹金

银器
汤鼓四个  果盒一对 茶瓶二把 汁瓶二把 酒注二把

素银器 撒盏十个  箸十双 尺盘一对

* 据《皇明典礼》第 36-38页相关内容整理制作

［表三］  《大明会典》 与 《皇明典礼》 亲王婚礼用茶酒器

器
类

《大明会典》
亲王婚礼之茶酒器

《皇明典礼》
亲王妃妆奁之茶酒器

酒
器 

（
七
种
）

金壶瓶1对 金酒壶2把

银壶瓶2把 银酒注2把

金酒注1对 金酒盂2个

金盂子1对 金双台盏1副

金盘盏2副 金撒盏2对

金撒盏1对 银撒盏10个

金葫芦盘盏1副 金托里葫芦盏1对

银案酒碟12个 浑抹金银托里木案酒碟10个

茶
器
（
四
种
）

金茶匙1双 金茶匙2张

银茶瓶1对 间抹金银茶瓶2把

银茶碟12个 朱红漆戗金茶盘1对

金托里胡桃木钟子1对 浑抹金银托里茶钟（盖全）2个
茶/

食 

器

金托里胡桃木碗4个
托4个

浑抹金银托里碗4个（盖全）
托4个

（二）组合中的茶器

梳理洪武二十六年与建文二年所定茶酒器可发现［表三］：其一，虽细目有差，但酒具均为七种（共

9样），茶具均为四种（共5样）；其二，《大明会典》所录“金托里胡桃木钟子”，与《皇明典礼》之“浑抹金银

托里木茶钟（盖全）”应为同类，即带盖茶钟。

其中，带托配盖的金托里胡桃木碗，用途尚难肯定，不过考虑到供用器中酒具数目已众，以及金

镶木耐热的特点，其用作茶具的概率应不低。另，金里木碗搭配的楞边木托，其“楞”当通“稜”，亦称

“釦”，即以金属片包镶器物边缘，是汉代以来高等级器物常见的装饰手段
‹1›
。万历帝的第六箱随葬品

中，出土了4件金托里梨花木碗（考古报告称“镶花梨木金碗”），均镌铭文“大明万历庚申年银作局制金镶

‹1›   陈彦姝《再说定窑加 》，《美术观察》2018年第12期，第120－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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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梨木碗一个托全”
‹1›
，同箱中也确有四件金 漆盏托（考古报告称“金扣漆托盂”）

‹2›
，二者的组合应属皇

室器用中，搭配不甚严格的一副带托金里木碗〔图二〕。

也就是说，作为皇室婚礼仪物的茶器，至少有茶匙、茶瓶、茶钟、茶碟、茶盘。与之相应的茗茶、茶

点，《大明会典》中亦一并罗列，上至天子下至宗亲，都用末茶、茶缠糖，惟份数不同而已。仍以亲王婚

礼为例，“定亲礼物”含“末茶一十袋”，“纳征礼物”含“末茶三十二袋”“茶缠糖二合”
‹3›
。

尤需注意的是，尽管洪武二十四年九月朱元璋下诏罢龙团，惟采茶芽以进
‹4›
，之后内府供用库收贮

也记录芽茶、叶茶两类
‹5›
，但在具体使用时仍会加工为末茶，皇室婚仪礼物亦选择这一更为复古的茶叶

形态。由此出发，或许可以解释梁庄王墓出现的两件长26至27厘米的金、银舌形匕〔图三〕，金匕重“贰两

伍钱”，由银作局制作于洪熙元年正月
‹6›
——这并非一个随机的时间点：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朱高炽继

承大统并封建藩王，朱瞻垍亦在此列，而封王必选贤女为之配
‹7›
，这件金匙应是梁王册妃获赐的礼物之

一。银匙式样与金匙相类，制作时间与机构不详，应属于梁王继妃魏氏。

这两件舌形匙，按重量，远超供用器皿之“茶匙”，其匙叶形状及超长柄身，既不利于送羹进饭，

也无法挹酒分醴，似乎更适于舀取茶末击拂茶汤，是唐以来常见的茶具。它们的使用大约可参见北宋

绍圣四年（1097）河南登封市黑山沟村李守贵墓之壁画〔图四〕，湖南临澧元代窖藏中亦有不少这样的银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编《定陵（上）》，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59－160、280页。

‹2›   前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定陵（上）》，第191页。

‹3›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九《礼部二十七·婚礼三》，第1126页。

‹4›   前揭《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二“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庚子”条：“庚子诏：建宁岁贡上供茶，听茶户采进，有司勿與勅，天下产茶去

处岁贡皆有定额，而建宁茶品为上，其所进者必碾而揉之压以银板大小龙团。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

春、先春、次春、紫笋。”第3143页。

‹5›   前揭《大明会典》卷三〇《库藏一·内府库》，第570页。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梁庄王墓（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7›   前揭《明仁宗实录》卷三上“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条：“国家封建亲王所以隆藩屏，必茂选贤女为之妃，所以资其内治。”第97页。 

〔图二〕 带托金里木碗 （作者按比例拼接） 
镶花梨木金碗、 金釦漆盏托， 图片分别采自前揭北京市昌平区明
十三陵特区办事处编 《定陵出土文物图典》 （卷二）， 第58、 129页

〔图三〕 金银匙 梁庄王墓出土
采自前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梁庄王墓 （下）》， 彩版二四、 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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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匙〔图五〕，其长度均在30厘米左右
‹1›
。

明初若饮末茶，则大概沿用点茶之法。

尽心于茶艺的宁献王朱权在其所著《茶谱》中

也说，点茶之前先熁盏，后“以一匕（茶末）投

盏内，先注汤少许，调匀，旋添入，环回击

拂”，若待客，则“量客众寡，投数匕入于巨

瓯”，待茶点好之后，再分于啜瓯
‹2›
。因此，这

两件舌形匙，或有取末、投茶之用。

联系末茶、长匕，梁庄王夫妇的一对带托

盖青花高足碗〔图六〕，很可能是用作茶具。需要指出的是，两件高足碗，一件绘五爪行龙，配龙纹托

盖，出自王棺内；一件绘“掬水月在手”诗意图，为王妃之物。明代，尤其是明初，官民用龙凤纹、人物

纹禁限颇多
‹3›
，五爪龙非郡王以上不能用，人物故事纹非皇室勋贵不能用，二者或出自内府赏赉，且

托、盖治以金银，为定陵外仅见，可知亦非寻常礼物。

明代茶钟有平足、圈足、高足，如程用宾《茶录》“茶具十二执事名说”之“瓷盏”所示〔图七〕，《遵生八

笺》亦载有“宣德年造青花龙、松梅靶茶杯”
‹4›
。宫廷所用靶茶钟的尺度暂不可知，但茶钟口径可参考嘉万

‹1›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28－129页。

‹2› （明）朱权《茶谱》，载杨东甫主编《中国古代茶学全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2－153页。

‹3›   前揭《明太祖实录》卷八一“洪武六年夏四月癸巳”条：“除一品至五品酒盏用金，其余器皿俱不得稜金、描金並雕刻龙凤、里饰

金玉珠翠及朱红、黄色，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宫禁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等形。御赐者许用，既弊不许托此再

造……违者罪之。”第4－5页。

‹4› （明）高濂《遵生八笺（下册）》卷一一《燕闲清赏笺（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48页。

〔图四〕  《备茶图》 局部 河南登封市黑山沟村北宋李守贵墓出土 
采自徐光冀主编 《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卷5》，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第129页

〔图五〕  银錾花匙 湖南临澧元代窖藏出土 
采自湖南省博物馆编 《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发现与研究》， 
文物出版社， 2009年， 第128-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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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景德镇御窑厂记录，当时的青花茶钟“阔四寸”
‹1›
，约今之12.8厘米

‹2›
，梁庄王墓两件瓷钟的口径分

别为15.6厘米、15.5厘米，稍大一圈。钟既作高足，较之承盘，配以盏托更为稳当。银托的碗状托圈与

高足一派宋元旧貌，但茶器加饰金银盖却是明代宫廷引倡的新风。

带托盖的青花钟（碗）亦见于《入跸图》〔图八〕，它与瓶花、桃实等共同陈设于靠近御舸的小船。船舱

桌案的一侧，有金镶珠宝杏叶执壶、白瓷杏叶执壶、白瓷双耳台盏，是明代常见的一组酒具；案的另一侧

则有搭配了朱漆戗金托子、蓝宝石顶金盖的青花钟，钟后方有三足瓷盂，盂中倚勺，有学者认为此盂是

酒尊，与托盏组成另一套酒器
‹3›
。不过，考虑到盏托的材质式样、瓷盂的多种功能和香茶酒果的搭配习

惯，以及《出警入跸图》传达的主题，它们或为茶器。

‹1› （明）王宗沐撰，陆万垓增补《江西省大志·陶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第837页。

‹2›   明代尺寸有营造尺、裁衣尺，本文以营造尺换算，即明代1寸=3.2厘米。

‹3›   扬之水《奢华之色》卷三，中华书局，2010年，第129页。扬之水先生认为朱漆托子中所置为玉碗，但从放大的图片可分辨出

蓝色纹样，应为青花瓷。

〔图六〕  梁庄王墓带托盖青花高足碗
1. 梁庄王银托金盖青花高足碗  2. 梁庄王妃银托银盖青花高足碗线绘复原图
采自前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梁庄王墓 （下）》， 彩版八〇、 九〇

1 2

〔图七〕 “茶具十二执事名说” 之 “瓷盏” 
采自 （明） 程用宾 《茶录》， 载杨东甫主编 《中国古代茶学全书》， 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第372页

〔图八〕  明 《入跸图》 （局部）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台北故官博物馆院编辑委员会 《故宫藏画大系·十一》， 台北故宫博物院， 1993年， 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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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者研究，《出警入跸图》描绘的是万历十一

年神宗春祭谒陵之行
‹1›
，画卷以极大篇幅展示了天子

车驾、卤簿仪仗。万历十年首辅张居正去世，朱翊钧

得以摆脱束缚，亲操权柄，这幅画处处强调帝王威

势，皇帝形象尺寸突出，仪仗随扈更是排列无遗。

其中的一器一物，无不代表身份、宣示礼仪。明代政

书、礼书虽未载国朝卤簿设有茶酒班执，但明追宋

制，宋代卤簿设“茶酒班执从物十一人”“茶酒班簇辇

三十人”
‹2›
，《大明集礼》亦有记录

‹3›
。因此，在这样

精心设计且具有政治意义又充满纪念性的一组作品

中
‹4›
，《出警图》呈现了交椅、水罐、脚踏等金质仪仗

〔图九〕，而与之呼应的《入跸图》，则应有一艘香果兼备、茶酒并置的随侍之船，如此一来，既延续

了天子卤簿的布置传统，也符合明代宫廷器用的组合特点。

二  遵古酌时：丧祭中的茶与礼

甫一立国，朱元璋便组织儒臣稽古定制，希冀快速建立属于朱明王朝的丧祭制度与器用体系。洪

武元年二月，中书省臣李善长、傅瓛，翰林学士陶安等，受命进郊社宗庙之议
‹5›
。《大明会典》弘治序对

朱元璋制礼作乐的思想，有着精当概括：“太祖髙皇帝以至圣之德，驱胡元而有天下，凡一政之举，一

令之行，必集群儒而议之，遵古法、酌时宜，或损或益，灿然天理之敷布。”
‹6›
可知对涉及礼仪的大小事

宜，都以遵古酌时为纲。国家坛庙祭祀礼器、皇室官民丧礼明器的考订制作亦是如此。

（一）明器中的茶器

官用随葬明器的规制，最早见于洪武二年太祖赐开国功臣常遇春的九十事，这九十事，再现的多为

‹1›   朱鸿《〈明人出警入跸图〉本事之研究》，《故宫学术季刊》2004年第22卷第1期，第183－213页。

‹2›   《中兴礼书》《政和五礼新仪》均有对卤簿仪仗设“茶酒班执”的相关记载。

‹3›  （明）徐一夔纂、李时增修《大明集礼》卷四五《卤簿一》，嘉靖九年内府刊本，哈佛燕京大学图书馆藏。

‹4›  关于《出警入跸图》政治意味的讨论，可参见何佳怡《万历朝的宫廷绘画与政治——以〈出警入跸图〉与圣慈款佛画为例》，《故宫

学术季刊》2019年第39卷第2期，第77－127页。

‹5›   前揭《明太祖实录》卷三〇“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条，第508－509页。

‹6›   前揭《大明会典》，弘治十五年《序》，第1页。

〔图九〕 明 《出警图》 （局部）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前揭台北故官博物馆院编辑委员会 《故宫藏画大系·十一》， 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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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生前仪仗与日用器，日用器主要有香具、酒器、茶器（茶钟、茶盏各一），均以锡造金裹之
‹1›
。

［表四］   公、 侯、 伯、 都督用明器种类及生产机构

生产机构 明器种类
宝源局 小铜釜一面、小铜灶一个、小火箸一双、小铜火盆一个、椁志事件铁束两道、铁锔

二个、两尖钉二百个、环一副

军器局锡造 水盆一、台盏一、杓一、壶瓶一、酒瓮一、唾盂一、水罐一、香炉一、香合一、烛
台一对、香匙箸连瓶一副、茶钟一、茶盏一、碗二、槖二、灯台盏一副、碟十二、
油瓶一、匙箸连瓶一副

营缮所木造 牙仗二、骨朵三、交椅一、踏脚一、交床一、马杌一、诞马二、仓桌一、香桌一、
床一、拄杖一、箱一、凳一、枕一、楎一、清道一对、乐人八、控士二、门神二、
仪杖人十二、女使八、武士四、翣六、五谷仓一、凉浆瓶二、枪二、斧二、 班剑
一、红旗二、金一、鼓一、箭三、弓一、甲一、盔一、弩一、锅灶一副、火炉一

针工局 青罗椁罩一、红纻丝煖帐一、红销金纱厨一、茶褐罗伞一、红绢旗二、枕头一、红
纻丝棉被一、红绢夹被一、棉布卧单一、纻丝褥一、布手巾一、衿一、鞶一

鞍辔局 小鞍笼一、小弓箭袋一副

* 前揭《大明会典》，第 2732-2733页相关内容整理制作

洪武五年朝廷颁定丧礼器物，明器则“公、侯九十事，一品、二品八十事，三品、四品七十事，五品

五十事，六品、七品三十事，八品、九品二十事”
‹2›
。洪武二十六年再定公侯品官丧葬制度，“咨工部造办

冥器、棺椁，及拨人匠砖石造坟安葬”
‹3›
。公、侯、伯、都督明器，与常遇春“九十事”出入不大，根据材质不

同，分别由宝源局、军器局锡造、营缮所木造、针工局、鞍辔局制作［表四］。从海国公吴祯、东瓯王汤和、蕲

国公康茂才等开国功臣墓出土物看，虽材质有差，但种类、数量大抵都符合当时的墓葬制度
‹4›
，可惜未

有明确的茶具。

洪武三十三年高皇帝大丧礼，“冥器行移工部及内府司设监等衙门成造，照依生存所用卤簿、器物名

件”
‹5›
，其继任者亦循此例。

定陵随葬品众多，其中较特殊的一组是出于玄宫后殿第七箱内、带有墨书标签的铜锡明器。从箱内

放置的“孝端皇后锡谥册”“孝靖皇后锡谥册”及明器数量，可知它们应属于两位皇后。箱中除册宝之外，

‹1›  前揭《明太祖实录》卷四六“洪武二年冬十月庚午”条：“庚午，敕葬开平忠武王常遇春于钟山之阴，给明器九十事纳之墓中。其

明器：钲二，鼓四，红旗拂子各二，红罗盖鞍笼各一，弓二，箭三，灶、釜、火炉各一，以上俱以木为之。水罐、甲、头盔、台盏、杓、壶瓶、

酒瓮、唾壶、水盆、香炉各一，烛台二，香合、香匙各一，香箸二，香匙箸瓶、茶钟、茶盏各一，箸二，匙一，匙箸瓶一，碗二，碟十二，槖

二，以上俱以锡造金裹之。班剑、牙杖各一，金裹立爪、骨朵戟、响节各二，交椅、脚踏、马杌各一，诞马六，枪剑、斧、弩、仓卓、床、屏风、

拄杖、箱、交床、香桌各一，凳一，以上俱以木为之。乐工十六人，执仪杖二十四人，控士六人，女使十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四

人，门神二人，武士十人，并以木造，其高一尺。杂物:翣六，璧一，箧、笥、楎、椸、衿、鞶各一，苞二，筲二，粮浆瓶二，油瓶一，纱厨、

煖帐各一束，帛青三段， 二段，各段长一丈八尺”，第912－913页。

‹2›  前揭《明太祖实录》卷七四“洪武五年六月丙申”条，第1365页。

‹3›  前揭《大明会典》卷一〇一《礼部五十九·丧礼六·恩恤》，第1555页。

‹4›  谢玉珍《明初官方用器的人物纹》，台湾东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55－67页。

‹5›  前揭《大明会典》卷九六《礼部五十四·丧礼一·大丧礼》，第1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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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部分皇后仪仗，如交椅、脚踏、水盆、水罐、香炉、香盒、唾盂、唾壶，还有看瓶花卉，不过数量最多的

还是茶酒食器〔图十〕，虽制作粗陋，但根据墨书自名大致可知器类与数量
‹1›
。酒器有酒缸、酒瓮、酒瓶、

酒注、爵盏、爵、酒盂、酒盏、台盏，共计九种；食器有碗、汁瓶、汤鼓
‹2›
、果碟、菜碟、案酒碟、匙箸瓶、托子、

托盘，共计九种；茶器仅有茶瓶、茶壶、茶钟，共计三种。茶器数量虽少，但不可取代，孝靖皇后棺中还

随葬了一件万历壬午年制作的银把壶（编号：J46），通高13.8厘米，应是生前泡茶之用。

亲王、世子、世孙、郡王丧葬，据《大明会典》记录，祭物由所处布政司买办，明器则令本处衙门成

造
‹3›
。从梁庄王墓来看〔图十一〕，有铁、铜、锡明器，但数量远逊帝后用度。铁器主要是兵甲之属。铜器

有灶、火箸。锡器品类最多，有仪仗之水盆，陈设器之香匙箸瓶、锡香盒、看瓶或花瓶，酒具之温酒器、注

子、盂子、高足杯、双腹杯，食器有大、中、小碟各4件。根据亲王婚礼盘碟重量［见表一］与定陵锡明器墨

书，三者对应的当是案酒碟、果碟、菜碟，茶器则有茶瓶、茶壶、托盏。

通过比对，可知皇室葬礼与婚礼所用仪仗、供用器皿在品类上的高度重合，茶酒器尤是如此。尽管

明中后期叶茶、散茶更加普及，新的饮茶方式和茶具也日渐风靡，但在宫廷正式场合，除茶壶、茶钟外，

依然保留了盏托，以体现复古风与仪式性。当时文人饮茶亦多用托子〔图十二〕，不过相较仪式制度，

他们更注重旧时风雅与清远意境。最能体现世俗潮流的，应是品官随葬。其明器通常精简为茶、酒、香、

烛各一组，丰厚一些的，还有大中小盘与暖锅，如苏州万历内阁首辅王锡爵墓
‹4›
、上海宝山区成化十三

年处士黄孟瑄夫妇墓〔图十三〕
‹5›
，简略一些的有上海宝山区成化年间李氏墓所见，不配暖锅及大中小盘

〔图十四〕
‹6›
。南京吏部尚书朱恩家族墓出土的一套银器

‹7›
，则仅有酒注、高足杯、茶壶、杯、茶匙、盘，共

六件〔图十五〕。

（二）祭祀仪节之茶器

四时新物皆先荐寝庙，早在吴元年（1367）三月，朱元璋便令内夫人亲煮宣州所贡新茶荐于宗庙
‹8›
。

‹1›  锡明器中有水瓶1件、油瓶2件不确定功能，暂未放入图中。

‹2›  考古报告中带有墨书“汤鼓”10件，另外5件不带墨书的相类器也被归入汤鼓，但由于锡明器中的“酒盏”“茶钟”“锡碗”“汤鼓”造型

相同，因此笔者未将这5件归入汤鼓。

‹3›  前揭《大明会典》卷九八《礼部五十六·丧礼三·亲王》，第1530页。

‹4›  苏州市博物馆《苏州虎丘王锡爵墓清理纪略》，《文物》1975年第3期，第51－56页。

‹5›  何继英主编《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6›  前揭何继英主编《上海明墓》，第23页。

‹7›  前揭何继英主编《上海明墓》，第31－32页。

‹8›  前揭《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吴元年正月至三月丁丑”条，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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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孝端皇后、 孝靖皇后之锡茶酒食器
（据前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 《定陵 （上）》、 北京市昌平区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编 《定陵出土文物图典 （卷二）》制作， 图中器物皆按同比例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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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梁庄王之铜锡明器
据前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梁庄王墓 （下）》 制作， 图上器物皆按同比例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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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明仇英 《东林图》 局部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Open Data专区https://theme.npm.edu.tw/
opendata/DigitImageSets.aspx?sNo=04025945&Key=%E6%9D%B
1%E6%9E%97%E5%9C%96&pageNo=1 查阅日期：2023年6月21日

〔图十三〕  锡明器一组 黄孟瑄夫妇墓出土 
采自前揭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 《上海明墓》， 图版七

〔图十四〕  锡明器一组  上海宝山区李氏墓出土 
采自何继英 《上海明代墓葬出土锡器》， 《上海文博论丛》， 2011年， 第57-65页

〔图十五〕  银茶酒器一组  上海闵行区朱恩家族墓出土 
采自前揭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 《上海明墓》， 图版八

《大明集礼》记国朝宗庙时享，三月用“新茶、笋、鲤鱼、鮆鱼”
‹1›
。

茶入祭礼，器亦具备。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诏制太庙祭器时称
‹2›
：

今之不可为古，犹古不可为今。礼顺人情，可以义起，所贵斟酌得宜，必有损益，近世泥

古好用古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无谓。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

存。其制宗庙器用、服御，皆如生之仪。

他的这一观点，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儒臣制定礼乐的原则准绳，更成为继承者们敦崇回溯的祖宗之法。

‹1›  前揭徐一夔、李时增修《大明集礼》卷四《吉礼四·宗庙》。

‹2›  前揭《明太祖实录》卷二九“洪武元年春正月丙子”条，第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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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年六月，造太庙金器成，茶壶、茶钟位

列其中，当时每庙祭器有
‹1›
：

壶一、盂一、台盏二、爵二、碗四、

肉碟十、菜碟十、橐四、匙二、箸二、

茶壶二、茶钟二、香炉一、香盒一、花瓶

二、烛台二。

对于品类的筛选，皇帝再次强调“今制宗庙祭

器只依常时所用者”“造酒壶、盂、盏之属，皆拟平时

之所用，又置楎、椸、枕、簟、箧、笥、帷幔之属，皆象

其平生焉”
‹2›
。之后又定祭器皆用瓷

‹3›
，且以盘、碟、

碗替代笾、豆、簠、簋、铏、登
‹4›
。虽多次更定，但遵

古酌时的制器思路并未改变，袁泉在其文章中也讨

论过明代祭器造型与材质双双日常化的现象
‹5›
，其

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时器与燕器的仪式化。

茶器的仪礼化在明末帝王像中亦有展现。《明

熹宗坐像》〔图十六〕是当前所见明代帝后御容中，

陈设最丰富者。宝座两侧设红漆戗金高几，左侧几

上有书册、卷轴、瓶花、鼎式香炉、带托盖青花碗；右

侧几上有书册、瓶花、青花罐、金嵌宝提梁壶，象足

香炉。这其中，金嵌宝提梁壶造型与明宫廷常见茶

‹1›  前揭《明太祖实录》卷四三“洪武二年六月丁亥”条，第

952页。

‹2›  前揭《明太祖实录》卷四三“洪武二年六月丁亥”条，第

952页。

‹3›  前揭《大明会典》卷二〇一《工部二十一·器用》：“凡祭

祀器皿，洪武元年令太庙器皿易以金造。……洪武二年，定祭器皆

用瓷”，第2715页。

‹4›  前揭《大明会典》卷八六《礼部四十四·庙祀一·时享》，

在时享陈设图中，笾、豆、簠、簋、铏、登均为盘、碟、碗之造型（第1369

页）。另，卷九四《礼部五十二·群祀四》记洪武二十六年定州县祭

社稷，祭器“笾、豆、簠、簋俱用瓷碟（簠、簋所用碟稍大）；酒尊三，

用瓷尊，毎尊用盖布巾一、酌酒杓一；爵六，用瓷爵；铏一，用瓷

碗”（第1470页）。

‹5›  袁泉《器用宜称：宋以降国朝礼器中的鼎制之变》，《华夏考古》2020年第6期，第54－68页。

〔图十六〕 明 《明熹宗坐像》 及局部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林莉娜主编 《南薰殿历代帝后像 （上）》， 台北故宫博物院， 2020年， 第270、 274、 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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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相似，如故宫博物院旧藏的一件〔图十七〕。与之对称安置

的带托盖青花碗，很可能作茶具。帝后御容多作祭祀瞻仰，

画像中的陈设器自然就多一分仪礼的意味。熹宗像中，龙纹

宝座屏风代表了皇权威仪，花器、香器素作供奉，但茶壶与青

花碗——作为明后期流行的茶具出现在画中，也呼应了有明

一代“礼顺人情”的造器理想。

相较国之大祀，茶及茶器在明代的家庙祭奠中更为常

见。这虽有对宋元习俗的延承，但更重要的是，明人由上至

下，自觉地将家礼规范化、细节化、普及化，使深奥的书面礼

文成为可执行的日用指南，而这又要归功于《经世实用编》《家

礼节仪》等书籍的编纂推广。

《经世实用编》由冯应京所撰，书名已传递了作者明体达

用之意，书中所示官民家庙祭祀之《祠堂陈设叙立之图》〔图

十八〕，清楚标示了香茶酒果在祭祀中的组合与方位。《家礼

节仪》由孝宗朝“尤熟国家典故”的重臣丘濬所编，不仅推动了

明代礼仪的“庶民化”，对清代《读礼通考》《五礼通考》亦影响

甚巨
‹1›
。书中记家庙通礼祭祀，有祭器“椅、桌子、床、席、香炉、

香盒、香匙、烛药、盏盘、盏、茶瓶、茶盏并托、碗、碟子、匙、箸、酒

樽、玄酒樽、托盘、盥盘并架、帨巾并架、火炉”
‹2›
，仪式中主人斟

酒、主妇点茶，这些茶器是形式复古的托盏、茶瓶，但丘氏亦

解释“今人烧汤煎叶茶而此犹云点茶者，存旧也”
‹3›
，可知虽留

点茶器之名，却行泡茶之实。相较官方看重的礼仪内涵，民

间流行的饮茶方式更为简化。

  

三  结语

与茶相比，酒与酒器早在商周就已成为沟通天地神人的

媒介与宣明宗法纲常的符号。青铜酒器作为礼乐制度的重

‹1›   赵克生《丘濬〈家礼仪节〉及其礼学贡献》，《人文论丛》2020年第1期，第194－204页。

‹2› （明）丘濬《家礼仪节》卷一，明正德十三年常州府刻本。

‹3›   前揭丘濬《家礼仪节》卷一。

〔图十七〕 明青花提梁茶壶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八〕  《祠堂陈设叙立之图》 
采自丘濬 《家礼仪节》 卷一， 明正德十三年常州府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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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更是凝聚了社会思想，展现着时代信仰。春秋以降，礼崩乐坏，但酒之地位岿然，《左传》称

“酒以成礼”，《汉书》亦言“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此后，尽管诗词中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

对月”“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的恣意潇洒、婉约烂漫，但酒器的使用依然有十分严格的等级限

定。虽世事有殊，俗情愈浓，酒的仪礼属性却始终未移。

考古成果表明，至晚在战国时代人们已开始饮茶
‹1›
，但茶与酒的并驾齐驱、争功论雄还要等到唐

代。敦煌遗书《茶酒论》中有：“国家音乐，本为酒泉。终朝吃你茶水，敢动些些管弦。”
‹2›
说明起码在唐

人的认知里，茶的礼仪性不及酒。入宋，茶与茶器乃见于正史礼仪。有明一代，通过官方颁行制度，确

定了茶器在生器、明器、祭器系统中的功能与数量，强化了其礼仪属性，使之成为仪制的物质体现。

“遵古酌时”作为明代官方制作礼乐的准则，在宫廷婚、丧、祭礼中也有充分体现。器用体系中，既可

见远追唐宋的茶托茶匙，又有紧随时尚的茶壶茶钟。尤其是盏托，即便瀹泡新法渐成主流，它依然出现

在宫廷正式场合，并列入婚礼仪物，成为崇古典型。另一方面，朱元璋提出丧祭应“事死如生”“礼顺人

情”，作为祖宗之法，亦影响深远。它解释了当前所见明代皇室婚丧茶酒器在品类上的高度重合，也道

出了明代祭器日常化、燕器仪式化的原由。

礼仪中的器物多讲究相互呼应、成套使用，因此器物组合关系的讨论十分必要。明代茶器，常与酒

具、食具并置，这其中既有宋元以来的自然延续，也有明人的自觉继承。从宫廷供用器皿到官民明器，

茶器虽不若酒器煊赫，却必不可少。茶酒并立，其形式的考订、仪节的普及，既有官方引导，也有民间

应和，这样始乎宗室而化及万民的举措，使茶在礼仪中的角色愈发清晰，又进一步推动了清代茶酒礼仪

的常识化、规范化和风俗化。

在承袭前代茶酒礼仪的基础上，清廷于“恩恤”一项又有发展
‹3›
。康熙十七年，上谕：“满洲大臣有

丧，特遣大臣往赐茶酒，满汉大臣俱系一体，汉大臣有丧，亦应遣大臣往赐茶酒。自今以后，凡遇汉大

臣丧事，命内阁、翰林院满洲大臣赍茶酒赐之。”此后，皇帝亲临或派人为重臣宗室“奠茶酒”的吊唁之举

被制度化，可谓借礼仪之大道，表达皇帝对国家栋梁的殊恩隆眷，树立礼士亲贤的圣君形象。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责任编辑：郭洋梦莎）

‹1›  路国权等《山东邹城邾国故城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茶叶遗存分析》，《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5期，第118－122页。

‹2›  杨东甫主编 《中国古代茶学全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2页。

‹3›  万红《清代前期“奠茶酒”礼仪的演变》，《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年第5期，第99－106页。


